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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共治”的治理模式，
不仅增强了法律的适应性与执
行力，也增进了社会和谐与民
生福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
理的一大特色与成就。以德礼
作为法律根系的观念对当代法
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其一，法
治建设需要重视道德底蕴的培
育，避免陷入法律万能主义的
误区；其二，司法实践应当关注
情理法的协调统一，防止机械
司法；其三，社会治理应当构建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发挥非正
式规范的调节功能。当前，我
国推行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实质上是传
统德礼观念的现代转化，表明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要
素正在获得新的时代内涵。这
种创造性转化既保持了中华法
治文明的连续性，又赋予其适
应现代社会的创新性。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国
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龙大轩

龙大轩教授部分著作。

“德法共治”治理模式的内在机理——

“德法共治”的本质特征——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德法共治”的智慧——

用道德伦理为法治建设提供价值指引

用法律规范对道德建设进行技术约束

三是
二维并举，以协同
之 道 统 领 礼 法 并
用的治理范式。

一是
以 德 礼 之 维 作 为
法 治 文 明 的 精 神
根系。

二是
以 律 令 之 维 作 为
明 德 慎 罚 的 制 度
实践。

“德法共治”治理模式塑造出中华法系特
有的“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双向共
生结构，为当下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的治理方略提供重要史鉴价值——

将重要道德规范直接转化为法律条文，有助
于推进科学立法。

强调以“情理平衡”原则调和法律与道德，实
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助于推进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

通过教化浸润与制度激励的双轨机制，将守法
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助于推进全民守法。

□龙大轩 贾真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
代 检 察 文 化 建 设 的 意 见》指 出 ：“ 深
入 挖 掘 、汲 取 民 为 邦 本 、礼 法 并 用 、
以和为贵、明德慎罚、执法如山等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精 华 ，有 效 激
活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基 因 ，推
动 在 检 察 实 践 中 实 现 创 造 性 转 化 、
创新性发展。”其中“礼法并用”就是
通 过 道 德 规 范 与 法 律 制 度 协 同 运
行，共同治理国家与社会，从汉唐的

“ 德 主 刑 辅 ”“ 德 本 刑 用 ”，到 明 清 的
“明刑弼教”无不皆然，是一种“德法
共治”的治理模式。

“德法共治”的治理模式经过数千
年实践检验，其内在机理可解析为三
个方面：一是以德礼之维作为法治文
明的精神根系。古人将道德伦理提升
到社会治理的首要位置，德礼不仅指
导着立法原则，还深刻影响着司法实
践与社会风气。这一理念的实施，不
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中对孝悌忠信等美
德的弘扬，也展现在司法领域中对于
儒家经典的援引与阐释。二是以律令
之维作为明德慎罚的制度实践。从战
国 时 期 的《法 经》到 清 代 的《大 清 律
例》，古人以律令体系作为社会秩序的
强制规范，构建了严密的法网。同时，
在社会治理层面，家法族规与国法共
同构成差序化的规范系统，两者相辅
相成，形成了既严格又灵活的规范体
系。三是二维并举，以协同之道统领
礼法并用的治理范式。在这一范式
下，道德伦理与法律制度不再是孤立
的存在，而是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有
机整体。司法官在行使职权时，既要
遵循国家律令，又要兼顾地方习俗与

民情，实现情理法的有机融合。这种
“德法共治”的治理模式，不仅增强了
法律的适应性与执行力，也增进了社
会和谐与民生福祉，正因如此，德法共
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一大特色
与成就。

德礼之维

法治文明的精神根系

中华法治文明的基因密码，早在
西周时期便已显现端倪。周公制礼的
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礼乐刑政”四位
一体的治理模式。至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在《论语》的《为政》篇提出“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的治理主张，通过系
统性地阐述，将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理
政的核心要素。汉代董仲舒所倡导的

“春秋决狱”，即司法官依据《春秋》等
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儒家经义、道德观
念以及微言大义等来分析案件事实、
判断犯罪人的罪行及应受的惩罚，标
志着儒家伦理正式渗入司法实践。在
著名的“养父匿子”案中，董仲舒突破

《汉律》“首匿者弃市”的相关法律规
定，援引《春秋公羊传》等经典中“父子
相隐”的伦理原则作出裁判，开创了

“春秋决狱”的司法传统。这种在法律
适用中的伦理调适机制，使得刚性的
法律规范获得了道德柔性的缓冲空
间，为后世“情理法”融合的司法传统
奠定了实践基础。

自汉代以来，道德观念日渐成为
法律规范体系的价值内核。汉末至魏
晋时期，儒生通过“引经注律”将儒家
道德原则系统化地嵌入法律体系。例
如，东汉郑玄、马融等以《春秋》《周礼》
等儒家经典注释汉律，形成章句之学，
赋予法律条文以伦理内涵。汉代“春
秋决狱”虽以儒家经典指导司法，但仍
属个案裁量；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生
直接参与立法，将道德原则固化为法
典条文，完成了从司法权宜到制度建
构的跨越。《晋律》确立了“准五服以制
罪”的法律原则。“五服”是中国古代丧
服制度的五种等级，即斩衰、齐衰、大
功、小功、缌麻，分别表示与死者亲属
关 系 的 亲 疏 远 近 。“ 准 五 服 以 制 罪 ”
就是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和尊卑，按
照五服所表示的亲疏等级来确定刑罚
的轻重，标志着儒家家族伦理与法律
裁判的完全融合。如卑幼犯尊长加重
处罚，反之则减轻。《北魏律》引入“存
留养亲”制度，允许身为独子且父母无
人赡养的死刑犯可暂缓执行以尽孝
道，将“孝”的伦理义务和刑事法律统
一起来。这些立法实践表明，法律的
合法性不再仅源于皇权或强制力，而
是必须符合儒家伦理的“礼义”标准。
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法律的儒家化，
更将道德伦理体系提升为法律正当性
的先行依据，深刻影响了中华法系的
形成与发展。

唐代《唐律疏议》的编纂，标志着
中华法系“一准乎礼”的立法原则臻于
成熟。这部法典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援
引，将伦理原则全面注入法律体系。
完善的“十恶”制度，将“不孝”“不义”

“不睦”“不道”等违背纲常的行为列为
刑事重罪。这种将道德规范转化为法
律条文的立法技术，使道德要求获得
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宋明清时期，礼法融合向基层社
会深度延伸。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
家朱熹编撰《朱子家礼》创设宗族规
范，将孝悌忠信等价值理念嵌入民间
治理。明代的申明亭制度，通过乡老
定期聚议进行道德评议，使大量民间
纠纷消弭于诉讼之前。这种“礼禁未
然”的预防性治理，与“法施已然”的
事后惩戒形成有机配合，构成了独具
特色的东方治理智慧。这些制度将

法律规范与伦理秩序熔铸为统一整
体，使得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演化
为刚柔并济的治理艺术。清代的圣
谕 宣 讲 制 度 是 礼 法 融 合 的 重 要 表
现。这种官方主导的礼治体系，将道
德训诫嵌入保甲、科举等制度脉络，
形成“礼法互嵌”的立体治理：乡约宣
讲塑造价值共识，保甲连坐施加制度
约束，儒学考试固化意识形态，最终
实现“以礼导民、以律齐俗”的治理闭
环，完成了礼法制度从家族伦理到国
家治理的垂直整合。

总的来看，德法共治的本质特征
便是《唐律疏议》“名例”篇开宗明义所
讲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
之用”，强调道德作为法律合法性的先
行基础。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著
的《读通鉴论》亦论及其妙处：“若法，
则因时而参之礼乐刑政，均四海、齐万
民、通百为者，以一成纯而互相裁制。”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中华法系对法律本
质的理解——缺乏道德内涵的法律只
是治理工具，唯有注入伦理精神的法
律制度才具有生命力。这种法律观与
西方近代形式法治主义形成鲜明对
比，后者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而忽视
了实质价值追求。

这种以德礼作为法律根系的观念
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其一，法治建设需要重视道德
底蕴的培育，避免陷入法律万能主义
的误区；其二，司法实践应当关注情理
法的协调统一，防止机械司法；其三，
社会治理应当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
制，发挥非正式规范的调节功能。当
前，我国推行的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实质上是传
统德礼观念的现代转化，表明中华传
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要素正在获得新
的时代内涵。这种创造性转化既保持
了中华法治文明的连续性，又赋予其
适应现代社会的创新性。

律令之维

明德慎罚的制度实践

中 国 古 代 法 律 体 系 历 经 数 千 年
制 度 演 进 ，形 成 了 独 具 东 方 智 慧 的
治 理 模 式 。 从《法 经》到《大 清 律
例》，法典编纂技术持续精进；从《周
礼》“ 悬 法 象 魏 ”到《韩 非 子》“ 法 者 ，
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
百姓者也”的主张，法律公开原则逐
步 确 立 ；从 先 秦 时 期 的“ 议 事 以 制 ”
到《唐律疏议》“诸断罪皆须具引律、
令、格、式正文”的规定，司法裁判模
式 逐 步 完 成 理 性 化 转 型 ，无 不 彰 显
着 中 华 法 治 文 明 的 内 在 生 命 力 ，即

“ 明 德 慎 罚 ”理 念 的 精 神 引 领 ：法 典
编 纂 技 术 的 精 进 ，本 质 是 对 刑 罚 权
的道德规训，防止“滥刑伤德”；法律
公 开 原 则 的 确 立 ，将 法 律 从 神 秘 威
权转化为公开的规范引导，践行《尚
书》“刑期于无刑”的慎罚理念；而司
法 裁 判“ 具 引 律 令 ”的 转 型 ，则 通 过
程序理性遏制主观擅断，使“明刑弼
教 ”的 道 德 关 怀 具 象 为 技 术 规 范 。
这 种 将 规 范 文 本 与 价 值 理 念 、制 度
理性与实践智慧融会贯通的治理传
统 ，为 当 代 法 治 建 设 提 供 了 珍 贵 的
历史镜鉴。

秦 代“皆 有 法 式 ”的 法 制 建 构 理
念，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秦
代竹简中得到了实物印证。其中，《法
律答问》记载，偷摘桑叶即使赃值不到
一钱，也要判处“赀徭三旬”，即服徭役
三十天的刑罚，以致留下“秦法繁于秋
荼，而网密于凝脂”的负面评价。汉承
秦法，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
进行立法，编定《九章律》。之后，汉代
法制逐渐确立了律、令、科、比四位一
体的规范体系，注重将“明德慎罚”之
意融入其中，这种将稳定性与灵活性
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为后世法典编纂
提供了参照。

唐 贞 观 年 间“削 烦 去 蠹 ，变 重 为
轻”的法制改革实践，较之秦汉以来的
苛细规定，展现出法典化时代罪刑相
适应的理性化转向。例如，同样是关
于盗窃的处罚，唐律既区分了既遂和
未遂等犯罪情节，也对不同情节进行
了不同处罚。其中，盗窃未遂要笞五
十；对于盗窃既遂，根据窃得财物从一
尺到五十匹，刑罚从杖六十到徒刑再
至加役流，形成了清晰的刑罚梯度。
此外，《唐六典》中“凡律以正刑定罪，
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
物程事”的体系化追求，通过将律文、
疏议、行政命令、敕令与指示、公文程

式等法律形式熔铸为有机整体。这种
立法分工，展现了唐代高超的律法编
纂技术。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
之世。”宋代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具
有突出地位和卓越成就，立法及司法
方面尤甚。具体来说，宋袭唐律而务
求变通，《宋刑统》在沿袭《唐律疏议》
主体框架时，创造性增设“起请条”三
十二条。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
窦仪通过“参酌轻重为详”的修订原
则，完成《宋刑统》的法典化重构。至
南宋时期，在《庆元条法事类》编纂过
程中形成了敕、令、格、式四位统合的
规范体系，这种以“事类”统摄法律渊
源的编纂范式，直接影响了明清律典
的体例创新。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宋
代贯彻了“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
恕”的原则，这一原则深刻体现了宋代
司法制度的精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明清两代在法典编纂层面呈现出
显著的繁密化趋势。万历年间颁行的

《问刑条例》与弘治十三年《问刑条例》
二百多条相比，已增至三百多条。这
种“因事生例，以例辅律”的立法模式，
保持了法典体系的开放性，使得明代
法律体系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生命力。
这种制度设计既保留了成文法的确定
性优势，又吸纳了判例法的经验主义
养分。清代“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
修”的条例修订制度，可以视为对明代
立法智慧的延续性发展。此外，清代
秋审制度是“明德慎罚”仁政理念的实
践运用。每年秋季由三法司会同九卿
复核各省死刑案，通过“情实”“缓决”

“可矜”“留养承祀”四类分流，既以慎
刑程序防范滥杀，又以留养承祀等制
度维护人伦。通过文书流转、群臣集
议、丹笔圈注等象征性程式，慎刑理论
具象化为实际的操作规程。这种程序
超越了个体权威，形成了维系道德原
则与法律实践的制度性纽带，使慎刑
理念通过仪式操演内化为司法体制的
一部分。

在笔者看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
法部于 2024 年颁布的《办理刑事案件
排除非法证据规程》以程序正义呼应
了古代“明慎用刑”的实质追求。透过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死刑复核程序、社
区矫正体系等制度创新可见，古代“明
慎用刑”的治理哲学正在转化为现代
程序正义的具体实践。

二维并举

德法共治的治理范式

中华法律文化绵延数千载，在制
度建构与司法实践中形成了礼法并
用、德法共治的治理范式，其深层逻
辑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综合性思维方
式 。 西 方 文 明 以 分 析 性 思 维 见 长 ，
强 调 逻 辑 分 割 与 规 则 对 立 ；而 中 华
文 化 则 以 综 合 性 思 维 为 本 ，追 求 协
同 之 道 。 西 周 末 年 的《国 语》有 言 ：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指多元要
素的和谐共生方能孕育生机。这种
思 维 方 式 深 刻 影 响 了 中 国 法 律 传
统 ，使 道 德 与 法 律 始 终 交 织 共 生 。
而 西 方 分 析 性 思 维 下 的“ 德 法 分
治 ”，则 因 割 裂 价 值 与 规 则 ，往 往 陷
入机械与对抗的困境。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便推崇理性
解构，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恰恰是
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
现。”《圣经》有云：“凯撒的归凯撒，上
帝的归上帝。”这些主张，都有把人情、
道德与法律分别置于不同规范领域的
倾向。启蒙运动后，形式法治主义将
法律简化为纯粹技术规则，如被视为
英国分析法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奥斯丁
指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种论
点，割裂了法律与道德的内在联系。
此类思维导致西方法治实践中“合法
而不合情”的困境频现。中国哲学则
以“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为内核。《周
易》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强调对立统一思维，
因此规范体系需贯通天道人情。董仲
舒言“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主张自
然、伦理与制度的贯通。朱熹主张“理
一分殊”，也主张法律须本于天理而通
乎人情。这种思维特质使中华法系始
终将“合”作为施政执法目标。

从历史上看，德法在治理实践中
始终呈现“合则聚辉，散则蒙尘”的实
践特点。夏商周时期，“礼”兼具道德

与法律的双重功能，法在礼中，礼外无
法。周公制礼作乐，构建“礼乐刑政”
一体化的制度体系，通过祭祀、冠婚等
礼仪教化民众，形成“刑措不用”的成
康之治。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法
家推行“以法代礼”，商鞅以“徙木立
信”树立法律权威。秦律规定“盗采桑
叶赀徭三旬”，以严刑密网治理社会。
然而，秦法割裂人伦，鼓励父子、夫妻
等家庭成员相互告发，导致“借父耰
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的
伦理崩塌现象。秦朝二世而亡，印证
了“纯任法治”的缺陷。

汉代的“引礼入法”开启了道德法
律化的进程。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引
礼入法，将伦理原则纳入司法。唐代

“一准乎礼”将伦理全面法典化。明清
乡约、族规与国法互补，形成“礼法互
嵌”的治理体系。这种模式维系了社
会稳定结构，缔造了文景、贞观、康乾
等盛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的：“通观我国古代历史，法治和德治
运用得当的时期，大多能出现较好的
治理和发展局面。如汉唐时期的盛
世，正是礼法并举、德法合治的时期。
反之，单纯德治如周代，最终导致礼崩
乐坏天下大乱；而单纯法治如秦代，则
最终导致二世而亡。”

总而言之，德法共治的智慧在于：
一方面，用道德伦理为法治建设提供
价值指引，强调法律的制定实施须契
合道德规则的要求；另一方面，用法律
规范对道德建设进行技术约束，防止
道德判断滑向主观恣意。这种双向调
适机制，既超越了法律机械主义，又遏
制了道德虚无主义，塑造出中华法系
特有的“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的双向共生结构，为当下推进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方略提供
了重要的史鉴价值，且在实践中取得
了不少成效。

首先，在法律制定实践中，德法共
治旨在将重要道德规范直接转化为法
律条文，有助于推进科学立法。例如，
我国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写入总则，第 1043 条明确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
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可视为实现
传统“孝悌”伦理向现代法权的转化；
第 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
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从而确立了“善意救助
者责任豁免”原则，从立法层面避免让

“英雄流血又流泪”。2022 年施行的家
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父母须“教育未成

年人崇德向善、尊老爱幼、热爱家庭”
“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实为“慈
幼”理念的制度延伸。同时，德法共治
对修正部分脱离社会伦理、引发公众
质疑的法律条款亦多有裨助。例如，
传统法中的“亲亲相隐”原则曾因现代
证据制度强调“客观真实”而被淡化，
但刑事诉讼法通过限定近亲属强制作
证 义 务 范 围 ，维 护 了 民 众 的 朴 素 感
情。2019 年最高检明确“正当防卫”认
定标准时，强调“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使法律与“惩恶扬善”的道德共识深度
契合。

其 次 ，在 法 律 运 行 实 践 中 ，德 法
共治强调以“情理平衡”原则调和法
律与道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统一，有助于推进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如在我国民法典的适用过程
中，司法机关须以公序良俗等原则强
化对“合法却悖德”行为的法律审查，
以此阻断失德获利通道。又如，2023
年最高法发布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
典型案例，对消费者在生活消费范围
内的合法维权行为、惩罚性赔偿请求
予以支持的同时，对消费者明知购买
产品不符合标准而又超出生活消费
需要加购部分，法院对其惩罚性赔偿
请求不予支持，以此防止法律沦为投
机工具。

再 次 ，在 法 律 遵 守 实 践 中 ，德 法
共治意在通过教化浸润与制度激励
的双轨机制，将守法意识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有助于推进全民守法。例
如，近年福建省尤溪县法院梅仙法庭
立足“以文兴庭”，深入挖掘朱子文化
精髓，将朱子理学与法庭工作深度融
合，探索出一条以文化赋能基层善治
的新路径。此外，信用联动机制通过
将道德评价嵌入法律实施体系，形成

“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治理闭环。
当 前 ，我 国 推 行 的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制
度，将个人诚信记录与信贷、就业、出
行等法律权益直接挂钩，例如，对“老
赖”限制高消费、对诚信企业给予税
收优惠等政策，正是“以德助法”的典
型实践。这种制度设计既延续了传
统“礼义廉耻”的道德约束逻辑，又以
现代法治手段将抽象道德转化为了
可操作的奖惩规则。

［第二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
史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理论研究一般课题《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检察工作中的传承
运用研究（项目编号：GJ2024C04）》
的研究成果］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中华法律文化绵延数千载，在制度建构与司法实践中形成了礼法并用、德法共治的治理范
式，其深层逻辑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综合性思维方式——

推动传统“德法共治”创造性转化促进法治建设


